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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海底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补偿不仅有效控制国际海底区域矿产开发带来生物多样性的净亏损，

而且能够在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公平地分配开发利益及生态利益。环境特别受关注区作为“零净亏损

补偿区域”，通过海洋空间规划实现了生物多样性的生境补偿。补偿信托基金通过生态服务付费有效引

导承包者主动消除开发中的外部不经济性，实现了生物多样性的经济补偿，同时必须明确海底可持续

发展基金对环境特别受关注区深海科研的激励。而国际海底区域“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性质，决

定了国际海底管理局在生物多样性补偿路径中始终起着核心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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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商业开发技术与产业发展的风险逐步明朗，国际海底区域

的矿产大规模商业开发即将来临。2015年3月国际海底管理局发布了《制定“区域”内矿

产开发活动监管框架》的报告，该报告载有《开发活动规章框架草案》，并将在2016年7

月提交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审议，力求在国际海底区域构建合理公正并兼顾激励的可

持续开发机制。虽然虑及当下人类对深海生态学认知能力的限制，不宜对国际海底区域

矿产开发的生态风险做出整体结论性的评价，但基于现有的技术及信息，多数人确信某

些国际海底区域（如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的生物群一旦受到开发设备的干扰，

不仅生物多样性减损不可完全评估，而且在可接受的时间内其恢复期将会非常漫长。
[1]

国际海底区域生物资源与矿产资源有着共生共存的紧密联系，生物多样性对矿产资源的

矿化过程起着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给予生物多样性保护，关乎国际

海底区域系统生境的完整性和未来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国际海底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净亏损的潜在问题无疑是外部不经济现象。经济学在解决

环境外部性问题上大致有两种方法，一是科斯定理，即通过产权界定来解决外部性；二是

庇古理论，用补偿的方式将外部性进行内部化。
[2]
科斯定理在国际海底区域适用中存在明

显障碍，因为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地位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已经明确界定为“全人

类共同继承财产”，各国在国际海底区域无法明晰产权。生物多样性补偿（biodiversity 

offsets）基于庇古理论，是针对明显的生物多样性净亏损在实施了适当的风险预防和减

轻措施补偿后，所采取的环境保全措施。生物多样性补偿通过经济补偿和生境补偿的形式，

能够将国际海底区域开发活动所带来的海洋环境成本外部性成功内部化。生物多样性补偿

不仅补偿由于开发活动对生物多样性所造成的额外的、无法避免的损害的保护活动，从而

确保消除生物多样性的净亏损；而且在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有效、公平地分配开发利益及

生态保护利益，实现了国际海底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均衡状态。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境特别受关注区（areas of particular 

environmental interest）和补偿信托基金(conservation trust funds)作为国际海底区

域生物多样性补偿路径的本质，强调应该在海洋空间规划的框架下考虑当下及未来的国际

海底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国际海底管理局如何在保障获得矿产资源的同时，主导

实现对国际海底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控制在自我修复能力范围内 

一、环境特别受关注区通过海洋空间规划实现生物多样性的生境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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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环境特别受关注区是海洋空间规划框架下的海洋保护区网络 

海底生境（habitat）是指栖息于海底区域的生物所必需的各项生存环境条件的总合，

包括海床基底结构的环境条件和其上覆海水水体的环境条件。国际海底区域矿产开发活动可

能会引发海底生境的功能性改变，进而导致生物多样性退化甚至丧失。而生境补偿则通过对

海底多种生境下的生物多样性及系统功能预留了一定比例的备份，从而实现生物多样性空

间及功能上的补偿。生境补偿的前提是生物多样性净亏损存在补偿的空间，即还有足够的

生物种类在特定地域可以采取措施加以保护。管理海洋环境中的人类损害性活动的最佳做法

一般涉及使用系统的空间管理工具。而海洋空间规划（marine spatial planning）作为以

系统生态为基础的海洋空间管理工具，被日益视为海洋管理的一种有效实践，用以调整海域

多重的、积累的和潜在利用冲突的海洋环境战略规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海洋空间规划定

义为“在空间和时间上分析和分配人类活动用海，实现既定的生态、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公共

过程”。海洋空间规划系统的建立为预测当下及未来人类活动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同时

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指定适当的地点发展不同生态系统服务。海洋空间规划不是一个

时间节点的规划，而是一个多目标规划的持续动态过程，生态系统方法贯穿整个环节，能从

时间和空间上解决海洋权利的重叠和冲突，其效力的发挥依赖于明确具体的目标。
[3] 

海洋空间规划之所以是实现国际海底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人类活动协调发展最适合

的工具，源于以下原因：首先，海洋空间规划并非简单的直线运行，而是在实施过程中基于

利益攸关者的调查从而形成诸多反馈循环。海洋空间规划这种反复前行和循序渐进的性质与

当下人类对国际海底区域生态信息的掌握不完整，环境风险不确定的现状十分契合。适用海

洋空间规划可以在国际海底区域现行制定和实施适应性的目标，然后根据实施过程中成本效

益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次，海洋空间规划关注人类对海洋空间位置的利用，目标是国际海

底区域多重利用及环境保护的综合空间管理，设置国际海底特定区域使用的优先级，并确定

了优先级的时间及空间内涵。例如，当下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管理中应用只是局限于矿产的

勘探和开发和与之相关的生物采探领域。未来的国际海底区域的利用还要考虑国际海底区域

天然气水化合物开发、碳捕获及封存工程、深海稀土资源开发、海底旅游，深海空间站的建

立等多重利益攸关方的诉求及其所导致的生物多样性、碳循环、大气环境和气候变化之间的

关系。海洋空间规划这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特质适合国际海底区域产业发展趋势。最后，国

际海底区域的海洋空间规划能够较好的回应当前和潜在利益攸关者的利益与期望。海洋空间

规划注重不同利益攸关方信息的多向流动，利益攸关方的代表性及代表权重决定海洋空间规

划的内容。国际海底区域作为“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采取海洋空间规划可以使包括承包

者在内的不同利益攸关方充分的介入到国际海底区域的“造法”程序中，这对于在国际海底

管理局理事会、秘书处参与度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其争取海底资源利益和倡导生物多

样性保护非常好的机会。
[4]
海洋空间规划能够有效平衡开发活动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需求

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包括资料收集，利益相关者协商参与规划制定，以及随后的贯彻、实施、

评估和修订等阶段的动态过程。海洋空间规划的性质决定了其在统筹任务时，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目标一般会置于资源利用目标之上。所以在国际海底区域实施海洋空间规划，首先要考

虑的任务就是划定一系列内部之间具有生物多样性联系的特定空间，即海洋保护区网络，以

实现海底生物多样性补偿。 

海洋保护区网络由若干独立的拥有特定空间尺度和不同的保护水平的海洋保护区构成

共同运作、彼此联系的集合体，从而实现了单个海洋保护区无法达到的目标。
[5]
国际海底区

域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依据的是风险预防原则，其设计和实施是包含生物物理、社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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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的生态系统管理，目的在于符合现存的海底管理局对深海采矿和保护海洋环境的需

要。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针对海洋环境保护的规定中并未明确规定生态系统管理的方

式，但《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鱼群协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及地区跨国海洋区

域保护中均采取了生态系统管理方式。相比单一的海洋保护区，海洋保护区网络管理更多的

强调对生物地理学及海洋生境的代表性，不同海域之间海洋学和生态学的联系，强调保护区

网络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对海洋生境的保护。海洋保护区网络进一步解决了生境代表性和稳定

性的不确定问题，提高了环境退化状态下生态系统的连接性，无疑对单一海洋保护区的一种

改良。
[6] 

环境特别受关注区作为国际海底区域新型的海洋保护区网络，源于国际海底管理局早年

的卡普兰计划。2007年面对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开发活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冲突，国际

海底管理局专家工作组在卡普兰计划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作为实现克拉里昂

-克利珀顿区环境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专家组结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通过评估克拉里昂-

克利珀顿区的生物多样性、物种范围、基因流对现存的矿产勘探提出建议。2012年7月，国

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通过的《有关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环境管理计划的决定》，建立国际海

底区域第一个包括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的环境管理计划。
[7]
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环境管理计

划是国际海底管理局采取的第一个区域性的，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实例，是改进国际海底管

理局环境保护义务实施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环境管理计划

选择了包含具有代表性和稳定性生物群落的海底区域作为“保全参照区”，也即“环境特别

受关注区”。为了能保全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海底生物群的代表性和独特性，环境特别受

关注区内涵盖了承包者合同区中所有物种类型。环境特别受关注区呈对称镶嵌在承包者的合

同区块以外并禁止开发活动，而每一块合同区块则包含相应的影响参照区，由此能评估海洋

环境生物多样性的任何变化。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缓冲和补偿了国际海底开发活动引发的海底

生境破坏，减少了国际海底开发活动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 

1.2  环境特别受关注区实现生物多样性在空间及功能上的补偿 

从生物多样性补偿的角度来看，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的环境特别受关注区是典型的

“零净亏损补偿区域”，即未来在合同区因为开发活动失去的生物多样性在环境特别受关

注区能够相称地得到。
[8]
环境特别受关注区适用风险预防原则，在开发行为有可能导致严

重、不可预测和潜在不可回复损害时，对多种生境下的生物多样性及系统功能预留了一定

比例的备份。从理论上讲，国际海底区域的任何位置的生物多样性都应予以保护，但合同

区的矿产开发活动可能无法避免生物多样性净亏损，而且这种亏损在时间、空间、生物多

样性类型上也许无法达到交换的完美平衡。合同区的面积或功能必须经由保留或恢复的方

式在环境特别受关注区得到补偿，从而保证国际海底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得到维持甚至增

加。
[9]
环境特别受关注区补偿的实施方案要求非常具体详细，补偿的计算需要考虑开发项

目对环境影响的比例性关系，可能会涉及到开发的面积及开发时间的比例。
[10] 

按照传统岛屿生物地理学“物种—面积”的关系，如果让群落物种数量增加一倍，则

保护区面积需要增加九倍。
[11]

而麦克阿瑟（MacArthur）和威尔逊（Wilson）综合了“物

种—面积”关系，在对岛屿生物地理学原理的阐述上，不再囿于单纯的静态表达和经验主

义，而是结合物种毗邻地域的特点，在较高层次上推进生物多样性空间研究向动态变化演

进，提出“平衡理论”。平衡理论的前提在于物种维持的数目是一种动态平衡的结果，是

由新物种的迁入和原有物种的消亡或迁出之间的动态变化所决定，由此遵循一种动态均衡

的规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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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特别受关注区从更深入的动态原则去弥补“平衡理论”在分析上的缺陷，把“物种

-面积”关系和“平衡理论”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更好地揭示了岛屿生物地理学原理在克

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生物多样性补偿实践中的运用。具体表现在，环境特别受关注区从空间

上扩大网络分区的效益，在选址、面积和区域间隔等方面从整体上发挥生态网络的功能作用。

环境特别受关注区在计划区域内复制定居种类型，保护所有的定居种生物，维持海底生境的

可持续发展，增加深海大尺度生态系统的惠益。 

环境特别受关注区是临时设立的，有效期只有三年，在选址设计上允许根据采矿活动地

点的精确信息、采矿作业实际影响的测量结果，以及进一步的生物数据，修改环境特别受关

注区的位置和大小。
[13]

环境特别受关注区作为保全参照区不能和现存的多金属结核矿区重

合，强调灵活性，考虑对诸如采矿承包者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14]

同样，未来在其他国际海

底区域建立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的时候，其选址应该在专属勘探矿区确定之前。有学者建议在

环境特受关注区尚未建立完毕之前，国际海底管理局应该暂停专属勘探矿区的核准。
[15]

种观

点乍看有其合理性。首先，一旦专属勘探区确立以后，建立环境特受关注区的考量就不再仅

仅限于生物多样性，还要考虑避免空间上与专属勘探区重合；其次，如果专属勘探区确定后

再建立环境特别受关注区，为了保护关键物种和限制物种的关联性，可能不得不扩大环境特

别受关注区之间的空间，从而降低了物种之间的关联性，进而增加了建立环境特受关注区的

难度和减损了有效性。
[16]

如果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的选址在专属勘探矿区被核准前确定下来，

现存和即将确定的专属勘探矿区能够根据环境特别受关注区位置在空间上做适当的调整，从

而使海底生境保护收到最好的效果。但从当下国际海底区域勘探总体形势来看，如果国际海

底管理局在大西洋中脊和印度洋海盆环境特受关注区建立之前，暂停专属勘探权的核准，一

则缺乏相关法律上依据，因为国际海底管理局制定的《“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

章》，《“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及《“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

规章》（以下简称《探矿和勘探规章》）并无此类规定；二则有悖于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和开发

的逻辑顺序。因为矿产资源的勘探本身涵盖了收集环境基线的活动，由此确定目标区域的生

物多样性。尤其在海洋空间规划下的环境特别受关注区以生物区为基础，环境基线的收集是

促成海底环境参数大数据整合的基础，其实质是服务于未来开发合同，暂停核准专属勘探权

则无法深入确定开发目标区域，实际上反而会阻碍了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的建立，从而减损了

生物多样性补偿的效果。 

综上所述，环境特别受关注区作为国际海底区域的海洋保护区网络，只有在海洋空间规

划的框架中实施，才能充分发挥海洋大尺度生态管理的效果，兼顾生物多样性和国际海底区

域生态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完整性。不仅如此，在国际海底区域海洋空间规划下建立的环

境特别受关注区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不仅体现为目标区域群落的生物特性能

够具备适格的生物多样性补充潜力，而且体现在地质构造及地理位置上强调梯度性。由此，

环境特别受关注区通过海洋空间规划成功实现了生物多样性的生境补偿和置换。 

二、国际海底区域补偿信托基金实现生物多样性的经济补偿 

2.1  国际海底区域补偿信托基金通过承包者生态服务付费避免生物多样性的净亏损 

国际海底区域开发活动会对海底生物多样性造成额外的、无法避免的损害，补偿信托基

金的建立作为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破坏后的恢复性行为，通过承包者生态服务付费的过

程，避免了生物多样性的净亏损。补偿信托基金的关键特性在于它是直接由受益的利益攸关

方（比如承包者）投资，因为受益的利益攸关方在开发属于人类共同共有的不可再生资源中

获得了经济回报，同时其开发行为确实可能给环境带来直接或潜在的不可逆影响。与环境特

https://www.baidu.com/s?wd=%E7%94%9F%E7%89%A9%E5%A4%9A%E6%A0%B7%E6%80%A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uH6kmhRvP1K9nWKbuH7-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nvrjcLnH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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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受关注区这种生境补偿相比，补偿信托基金强调了对海底开发行为直接或潜在生物多样性

破坏的经济补偿，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国际海底区域的深海科学研究具有投资高、风险大和回报不确定的特点。《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第143条规定，国际海底管理局拥有职责提高和鼓励国际海底区域的深海科学研究。

2006年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捐赠基金的决议。决议

指出，捐赠基金的宗旨是促进和鼓励在“区域”内为全人类的利益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特别

是资助发展中国家和技术较不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从事深海生态系统的研究。捐赠基金将永久

开放，供管理局成员、其他国家、有关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与科学技术机构、慈善

组织和个人自愿捐助额外资本。由此可见，捐赠基金并非单纯来自于受益的利益攸关方或者

破坏环境的利益攸关方，从这种意义上讲，国际海底区域捐赠基金是不具有生物多样性补偿

性质的。而且，现有的国际海底管理局所支配的捐赠基金根本不足以支撑大规模海底科学研

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海底区域补偿信托基金的介入十分必要 

2015年7月荷兰代表团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第21届会议中提出，如果环境补救措施

不现实或在技术上不可能，合理的替代办法是就海底的环境损害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丧失提供

同等恢复、补偿措施及(或)支付赔偿金。
[17]
《开发活动规章框架草案》中提到两种形式的补

偿信托基金：海底可持续发展基金（seabed sustainability fund）和环境责任信托基金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trust fund)。 

依据《开发活动规章框架草案》，海底可持续发展基金（seabed sustainability fund）

可以按照承包者采矿船上回收矿石的实际数量来缴纳，也可以专利使用费的形式缴纳，海底

可持续发展基金用于资助国际海底区域科学研究。有学者认为，海底可持续发展基金实际上

仅仅资助对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的科学研究。
[18]

其实这是对《开发活动规章框架草案》基于目

的的缩限性解释。因为《开发活动规章框架草案》本身并没有明确规定海底可持续发展基金

必须特定适用于哪些国际海底区域。只是在解释“社会影响评价和行动计划”概念时，举例

说明是否对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的科学研究予以资助，可能会成为社会影响评价和行动计划中

考查的一个因素。而社会影响评价和行动计划与环境影响评价都作为环境影响报告的组成部

分，是申请开发的诸多必要前提条件之一。 

环境责任信托基金(environmental liability trust fund)则是来源于国际海洋法法庭

海底争端分庭在 “担保国责任与义务咨询意见”中的建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关于

执行<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既没有承认承包者与担保国的连带责任，也没有承认

担保国的剩余责任。2011年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在咨询意见中认为，《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赔偿责任制度在担保国履行了其义务但承包者不能完全赔偿损害或者承包者遵守了

其义务后，仍然会造成损害情形下的责任空白，因此建议国际海底管理局根据《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责任制度建立环境责任信托基金。
[19]

环境责任信托基金借鉴了陆上矿山环境管理手

段，本质上是环境恢复保证金。环境责任信托基金具有很高的透明度，目的在于通过加大海

底开发活动的成本以激励承包方主动采取减少开发活动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
[20]

笔者认为，

如果环境责任信托基金要在未来《开发活动规章框架》予以适用，需要酌情综合考虑更为复

杂的因素。首先，环境责任信托基金的基础是“污染者付费”原则，陆上矿山环境管理之所

以适用环境责任信托基金，主要考虑到矿山开发后的复垦问题；而国际海底区域开发后，其

生境的恢复可能需要几百年或者就现有技术而言，可能根本无法恢复。其次，环境责任信托

基金的实施需要明确诸多前提，比如什么情况下开发者需要负责；何种类型的环境损害可以

适用；如何承担责任才是适格的。最后，环境责任信托基金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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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包者在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生物多样性补偿能力的差异，以确

保弱势承包者的参与能力和良好的生物多样性补偿效果。 

2.2  海底可持续发展基金重在对环境特别受关注区深海科研的激励 

总体来看，国际海底区域补偿信托基金的建立依据的依然是风险预防原则，而环境基线

的确定是风险预防原则的出发点。2013年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Nii Allotey Odunton强调，

开发前充分的环境保护措施是十分重要的，而先决条件是建立用于评估开发活动影响的环境

基线。
[21]

当下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的环境特别受关注区亟需建立环境基线。首先，环境基

线反映出国际海底区域环境的基本现状，是环境影响报告真实有效性的基础，更是环境特别

受关注区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基于国际海底区域公共物品的特性，区域内矿产开发的生物

多样性经济补偿需要建立在交易成本核算基础上，即没有得到合理补偿的成本应该视为交易

成本。
[22]

所以对国际海底区域矿产开发的生物多样性补偿进行交易成本核算，其前提则必然

是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环境基线的完整性。同时，生物多样性补偿初始成本较高的特性也主要

通过环境基线收集的高成本予以体现。其次，环境特别受关注区是在国际海底区域海洋空间

规划的整体思路下运行的，海洋空间规划的理想适用必须依托高质量的环境基线，并且环境

基线的完整性也直接影响到生物多样性补偿边界的界定。 

收集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的环境基线，无非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鼓励独立的海洋科学研

究；鼓励承包者在其专属勘探区域附近进行深海科学研究；由海底管理局从事环境特别受关

注区的工作，将其视为未来潜在的保留区。但是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和深海实践来看，当下

对承包者在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科学研究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首先，《“区域”内多金属硫化

物探矿和勘探规章》及《“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承认了申请者可以用联

合企业股份安排替代提交保留区，虽然这样做是缘于不同矿产的成矿机理及地质特性，但在

客观上无疑降低了申请者深海科学研究的积极性,进而延缓了深海资源及生物多样性进行认

知和保护的进程。其次，国际海底管理局没有将承包者在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的深海科学研究

明确列为刚性的合同义务。三个《探矿及勘探规章》及《开发活动规章框架草案》都规定了

承包者在年度基数上收集合同区内环境及技术数据，并且把这些数据报告给海底管理局以便

在其合同区建立环境基线，但很明显此类收集活动仅限于合同区，也即专属勘探区以及潜在

的开发合同区。不仅如此，《开发活动规章框架草案》和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的环境管理计

划也没有明确规定承包者对环境特别受关注区进行科学研究并收集相关数据的义务。这极大

地影响了国际海底区域系统的空间管理和区域划分，减损了环境特受关注区作为保全参照区

的重要意义，最终也会妨碍海底管理局保护国际海底区域环境职能的实现。 

不容置疑，国际海底区域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的环境基线调查需要承包者在技术和资金上

做出巨大的投入，况且环境基线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段时空自然变化的范围，同一地点需

要通过多时间节点调查方能获得。从理论上说，如果不是基于法律义务或合同义务，而仅仅

出于公益的目的，没有承包者愿意在环境特别受关注区从事单纯的科学研究来调查环境基

线，哪怕只是做与专属勘探区对比的简单采样。在实践中，虽然有承包者陆续对克拉里昂-

克利珀顿区的环境特受关注区进行环境和生态调查，收集环境基线数据，但这并非是履行现

行规章的义务或者承包者的合同义务。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自 2013年起对太平

洋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的环境特受关注区连续进行多次环境和生态调查，记录环境特受关

注区的环境要素的基础值及生物群落演替等自然过程，为预测和评估国际海底区域矿产开发

环境影响评价贡献了极具价值的背景值。2016 年 5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

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的第四章“科学技术研究与资源调查”再次以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大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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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基线的调查给予鼓励。当然，承包者可以在自己专属勘探区域附近的环境特别受关注区进

行深海科学研究，将所获得的数据用作“保全参照区”的数据，甚至可以将环境特别受关注

区作为承包者的潜在的“保全参照区”，这种做法与现行的《探矿和勘探规章》及《开发活

动规章框架草案》并不相悖。但是，针对性的环境特别受关注区海底可持续发展基金更能达

至生物多样性经济补偿的目标。 

综上，笔者认为《开发活动规章框架草案》应该明确规定海底可持续发展基金对环境特

别受关注区深海科研的激励，取之于承包者，专门用来资助特别受关注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

研究，从而确保其保全参照区的适格性及生物多样性补偿的范围和比例。海底可持续发展基

金对环境特别受关注区进行深海科学研究予以资助，目的在于减少海底开发活动的环境影

响，同时在未来的合同区作业时有助于精确定位作业区域以最大限度保全环境。不仅如此，

海底可持续发展基金机制的优点在于建立了一种常规的程序，由明确的主体在合同区块以外

直接以资助科研活动和实施环境保护措施来进行回馈。所以，海底可持续发展基金不是单纯

的捐助基金，而是开发人类共有的不可再生能源所获收益的一种付费；海底可持续发展基金

也不同于环境责任信托基金，它不是环境恢复保证金，不会由此减轻承包方的环境责任，同

时与海底管理局法律与技术委员会所倡导的“灵活”方式实施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环境管

理计划一致。 

三、国际海底管理局在国际海底区域生物多样性补偿中的主导作用 

环境特别受关注区和补偿信托基金作为国际海底区域生物多样性补偿路径，在实践中亟

需依托适当的补偿方式予以良好运行。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 “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

性质及庇古理论的基础，决定了国际海底区域矿产开发的生物多样性补偿不可能通过完全的

市场交易进行。国际海底管理局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代表全人类组织和控制国际海

底区域内的活动和对国际海底区域资源进行管理，所以国际海底管理局在国际海底区域生物

多样性补偿的实施、反馈及相应改进中的主导作用会对生物多样性补偿路径产生至关重要的

影响。 

3.1  国际海底管理局在生物多样性生境补偿中的主导作用 

国际海底管理局在生物多样性生境补偿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主动建立环境特别受关注区。

如上所述，环境特别受关注区本质上属于保全参照区。根据《探矿和勘探规章》“保护和保

全海洋环境”部分的规定，“承包者、担保国和其他有关国家或实体应同管理局合作，制定

并实施监测和评价深海底采矿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的方案。如理事会提出要求，此种方案应包

括划出区域专门用作影响参照区和保全参照区的提议”；换言之，保全参照区是承包者、担

保国和其他有关国家或实体作为勘探计划的一部分向管理局提出划定的。而《开发活动规章

框架草案》将环境管理计划作为一项强制性义务植入到未来的矿产开发合同中。
[23]

环境管理

计划中要求申请者提供影响参照区和保全参照区。所以根据《探矿和勘探规章》和《开发活

动规章框架草案》的规定，划定保全参照区应该是申请者在勘探或开发前的应有义务。 

国际海底管理局主动设立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的行为是否恪守《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职

权范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设立海洋保护区的问题，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62（2）（x）条规定，在有重要证据证明海洋环境有受严重损害

之虞的情形下,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有权向大会建议不准由承包者或企业部开发某些区

域。不仅如此，国际海底管理局法律和技术委员会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65 （2）

（e ）规定，有权向理事会提出关于保护海洋环境的建议,考虑到在这方面公认的专家的意

见；而第 165 （2）(l)则进一步具体到，在有充分证据证明海洋环境有受严重损害之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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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有权向理事会建议不准由承包者或企业部开发某些区域。乍看之

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似乎并未清楚规定，国际海底管理局决定海底禁采区究竟是在审

查企业勘探或开发请求时，认定所申请区域为海底禁采区；还是主动提前认定海底禁采区。

但是结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45条的规定，“（国际海底管理局）应按照本公约对区

域内活动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切实保护海洋环境,不受这种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国

际海底管理局是有权主动提前认定某些国际海底区域为海底禁采区，“认定”行为被视为保

护海洋环境的“必要措施”。所以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的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由国际海底管

理局主动认定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45,第 162,第 165（2）（e）的规定。 

3.2  国际海底管理局在生物多样性经济补偿中的主导作用 

国际海底管理局在生物多样性经济补偿中的主导作用体现在，通过国际海底区域开发

合同审批过程中对环境影响评估的权重的增强，来引导开发申请者在环境特别受关注区

积极进行深海科学研究，从而使开发申请者在生物多样性经济补偿中改变其潜在的海底

可持续发展基金支付者的地位。 

在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商业开发之前，充分的环境影响评估是十分重要的。经验

证明，申请者保全参照区的选择科学合理与否直接决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的质量，进而影

响到开发申请的核准。新西兰环保部决策委员会（decision- making committee, 以下

简称 DMC）2015年 2月曾经依据新西兰 2012年《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法案》驳回了查塔

姆磷矿（Chatham Rock Phosphate）公司在查塔姆高地(Chatham Rise)的深海采矿项目

的申请。查塔姆高地开发的地点位于新西兰具有管辖权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上。查塔

姆磷矿公司在其环境影响评估中公布了减缓开发副作用的若干措施：包括依据海洋空间

规划设立独立于采矿区域的若干“海底禁采区”（Benthic Protection Area，BPA）作为

保全参照区，以此避免采矿对生物环境的影响；建立硬质海底栖息地以增强海底生物群

落的生产力；建立海洋哺乳动物的监测及调整开发船只的照明以防止对海鸟的碰撞等。

此外，查塔姆磷矿公司承诺将采取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和环境调查，包括海底采样、生物

生长实验和建立环境信托基金对制定环境影响计划予以资助。但最终就是因为海底禁采

区的选择不能令 DMC满意，导致了开发申请的失败。首先，DMC 质疑查塔姆磷矿公司所

建立的海底禁采区的生境补偿能力，认为申请者选择的海底禁采区作为保全参照区，既

没有包括关键的生物类型，也没有为高度密集生物群落设立足够大的区域；其次，海底

禁采区周围设立的缓冲区不充分，导致禁采区极有可能遭受未来开发及其附带活动的影

响，从而大大减损其作为保全参照区的意义；再次，DMC认为查塔姆磷矿公司所选的海

底禁采区极有可能遭受开发时形成的海底羽流的污染和影响。鉴于此，DMC高度怀疑查

塔姆磷矿公司整体环境影响报告的科学性，认定这些减缓措施的潜在的成本过高从而使

措施的落实变得不切实际，最终 DMC对查塔姆磷矿公司的开发申请予以拒绝。
[24] 

从新西兰环保部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出未来国际海底管理局在评估开发申请中的导

向。依据《开发活动规章框架草案》，未来国际海底区域矿产开发申请必须提交的环境

影响评价、以环境影响评价为基础的环境影响报告、环境管理计划和社会影响评价，而

这些材料均涉及保全参照区的各类信息。而且，环境管理计划必须在环境影响报告的基

础上，反映保全参照区和影响参照区的参数，详细列出如何避免、减轻对环境生物多样

性的不良影响，如何进行生物多样性补偿。可见，国际海底管理局对申请者保全参照区

的选择及其信息的充足状态是否认可直接关系到开发合同的核准率。作为开发申请者，

如果不考虑深海科学研究的成本，其实可以自行在目标国际海底区域进行相关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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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为基础任意提交自己认为适当的保全参照区。但是，环境特受关注区是国际海底

管理局“拣选”出的，最能够反映出特定时空范围该区域未直接受人类活动影响时的环

境自然状况的区域。如果开发申请者能够有针对性地对目标国际海底区域附近的环境特

别关注区进行详尽的环境调查，取得环境基线，进而在未来的开发申请中当作保全参照

区提交，无疑会大大降低了环境影响评估的风险,从而提高开发申请的核准率。而进行这

一过程的同时，开发申请者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的主导下，也悄然改变着自己在生物多样

性经济补偿中利益攸关方的地位，免去了支付海底可持续发展基金的义务。不仅如此，

2016年 4月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处发布的《开发活动规章框架草案》第二号讨论报告专

门阐释了《开发活动规章框架草案》中数据及信息管理问题，
[25]

这意味着放宽深海科学

研究的保密性及增加深海科学研究数据信息的透明度将成为国际海底管理局未来导向。

在这种情况下，海底可持续发展基金可能就是唯一激励环境特别受关注区深海科学研究

的动力。而且，海底管理局主导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的深海科学研究也使生物多样性补偿

中利益攸关方处于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国际海底管理局必然又会对

利益攸关方的识别、利益排序等治理中发挥核心主导作用。 

四、结语 

国际海底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补偿作为环境影响报告的延伸机制，可以视作对开发所

造成的长期影响的一种平衡与补救措施。纵观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报告以及环境管

理计划，其目的是调整国际海底开发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关系。而生物多样性补偿所面临

的将是所有利益攸关方生态利益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海洋空间规划是面向未来和

不断发展的，海洋空间规划下的生物多样性补偿路径的设计将基于多重价值的比较来平

衡海底不同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利益及不同利益攸关者与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利

益。所以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海底管理局仍旧会秉承风险预防原则和生态系统工具，

通过海洋空间规划来实现国际海底区域的均衡状态，这不仅是以国际海底区域生物多样

保护为代表的环境保护的未来发展大趋势，也是国际海底区域生态系统的内在本质要求。 

生物多样性补偿路径是在利益博弈中形成，不仅要考虑国际海底生物多样性损失的

价值，还要考虑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补偿标准的可操作性。当下以生物多样性保护

为代表的国际海底区域环境保护问题的核心是承包者在环境方面实际承担的义务，但是

各种以海底环境保护为由的争论其实质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保护问题，有些甚至并不

直接指向环境保护问题，而是将环境保护问题作为争论的筹码，以期使开发机制能够配

合或进一步推动本国今后的开发利益。参与勘探与拟进行资源商业开发的国家及利益集

团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对国际海底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补偿问题竞相做出重新的解释和

塑造。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到《关于执行<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再到《探

矿和勘探规章》和当前的《开发活动规章框架草案》，我们看到尽管在文字上一直秉承

“国际海底区域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性质，“在国际海底区域活动中要顾及发展中

国家的特殊利益和需求，保证其充分地参与国际海底区域的活动”，但落实到具体机制设

计上，国际海底区域利益公平分享原则和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关注却不断被弱化。尤

其从 2011年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的咨询意见我们不难察觉，在国际海底区域开

发中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并没有被降低，而代之以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

国家深海技术的支持和帮助发展其能力建设。但即便如此，现有的《开发活动规章框架

草案》也忽略了发达国家的此类义务。在开发申请的规定中，对所有的开发申请者，无

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规定了同样的社会影响评价标准（对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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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和培训义务。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科学技术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深

海开发技术整体基础比较薄弱，深海资源勘探、开发能力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

较大差距。面对发达国家在国际海底区域的相关科学研发活动及产业孵化起步较早，具

备不可撼动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的现状，《开发活动规章框架草案》能否立足于国际社

会和大多数国家最迫切需要，并与国际社会整体产业和技术发展相适应；适当关注发展

中国家在海底开发中高成本和高风险下的基本诉求；避免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

国际海底区域利益分享的障碍，生物多样性补偿路径设计的适度性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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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roach of Biodiversity offsets for mineral exploit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of Areas 

REN Qiujuan1,2  MA Fengcheng2 

(1.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264209; 2.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00) 

Abstract：As a prolongation mechanism to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biodiversity offsets scheme could not only mitigate the net loss resulting from mineral 

exploit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of areas, but also distribute the revenue obtained from 

exploiting the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and protect environment of seabed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Biodiversity offsets are an action designed to compensate for significant residual ad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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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versity impact arising from mineral exploitation thereof could pursue a balance among them. Areas 

of Particular Environmental Interest are appropriate “ no net loss offset location”  for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fulfills the habitat offsets through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Meanwhile, 

conservation trust funds could eliminate negative externality through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so that to orientate toward the goals of financial offsets.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reas is the 

common heritage of human beings,which requir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of Authority should 

take the significant status in the approach of biodiversity offsets for mineral exploitat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eabed of areas; biodiversity offsets; areas of particular environmental interest; 

conservation trust funds;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